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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馬爾薩斯」──汪士鐸

⊙ 陳嘉

 

汪士鐸（1814-1889），字梅村，江蘇江寧（今南京市）人，清末的歷史地理學家。他出身於

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經過商，中過舉人，一生以游幕和接徒為業。主要著述有：《汪梅

村先生集》、《乙丙日記》、《梅翁筆記》、《南北史補記》、《水經注圖》等。留存下來

的只有前三種，其中《乙丙日記》是一部談人口問題的主要著作。

學術界曾經有人把清代乾嘉之際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比作中國的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著名中國經濟思想史學家趙靖先生認為：「洪亮吉並不能算作中國的馬爾薩斯，

這個頭銜應該歸於半個多世紀以後的汪士鐸。」11994年，我在趙靖先生門下進修時，先生就

這個話題亦提過幾次。筆者由此受到啟發，於是試圖把汪士鐸與馬爾薩斯進行對比研究，總

結他們的共同之處，並進一步探討汪士鐸這個在建國以後學術史上歷來被否定的人物其人口

經濟思想中的積極內容。

一 汪士鐸與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的共同點

馬爾薩斯生活的年代比汪士鐸早半個世紀，他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封建貴族的代表，汪士鐸則

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地主階級的代表。兩人都是代表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馬爾

薩斯同時還是英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汪士鐸由於處在半殖民地時代，一定程度

上也受到了資本主義思想某些方面的影響，對此並不陌生。他們兩人的人口經濟思想具有以

下幾個方面的共同點：

（1）認為人口的增長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

馬爾薩斯認為，由於土地生產生活資料的生產力的有限，而食物又為人類生存所必需，加上

兩性間必然的情欲不斷加劇著人類的繁殖力，因此其結果，人口的增長勢必超過生活資料的

增長。馬爾薩斯還把這二者之間增長的比例關係數量化。他說：「人口，在無所妨礙時，以

幾何級數率增加；生活資料，只以算術級數率增加。」2

汪士鐸也有和馬爾薩斯相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在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天地之力窮

矣」，而「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他雖然沒有像馬爾薩斯那樣，認為生活資料和人口是

按日趨擴大的幾何級數和算術級數增加，但仍明確地指出「國家人浮於地者數倍」、「人多

則窮〔地不足養〕」（《乙丙日記》卷三）。他認為生活資料的增長已經越來越趕不上人口

增長的需要了，人多地少，因此導致貧窮。這與馬爾薩斯的觀點實質上是一樣的。

（2）關於生活資料低速增長的觀點



生活資料的增長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這就要回答為甚麼生活資料會增長得慢，而人口卻增長

得快。

馬爾薩斯認為，生活資料增長得慢的原因，是生產生活資料的最基本的資料──土地──存

在著一個肥力遞減的規律。在同一塊土地上追加投資，收益會依次增加；但當投資的增加超

過一定限度之後，增加的收益（利潤）就會依次減少。這裏應當注意，馬爾薩斯並沒有排除

農業生產技術的作用，只不過他認為那不會改變質的區別，農業生產技術只會有可能調節遞

減數量的進程。農業技術的改進，會使投資增加和利潤遞減，「這兩樁事情不一定老是採取

一致的步調」罷了，因此「當資本一再投入土地時，它的利潤最後總會漸次遞減的」3。正是

這種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作用，造成生活資料緩慢增長。

馬爾薩斯的過剩人口論是建立在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基礎之上，而汪士鐸的過剩人口論則缺

乏這樣一個看似「深刻」和「科學」的根據。但汪士鐸雖然沒有使用「土地肥力遞減」這一

名詞，實際上也意識到了土地肥力和農業技術這兩個問題，不過這二者在他看來全都是令人

絕望的。他說：由於「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開深箐，猶不足

養，天地之力窮矣；種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儘以助食，草木幾無孑遺，猶不足

養，人事之權殫矣。」（《乙丙日記》卷三）一切可以墾種的土地都種植了莊稼，自然資源

全都利用完了；農業種植技術已開發到了儘頭，糠殼碎米，蔬菜瓜果完全充作主食，連草木

都沒有了，仍然不夠吃，人為的力量已經毫無辦法。在他看來，現有生活資料來源已經根本

無法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了。

（3）關於人口高速增長的觀點

為甚麼人口增長得快，馬爾薩斯認為是男女之間情欲的客觀存在。他說：「兩性間的情欲是

必然的，且幾乎保持現狀。」4由於兩性間情欲的無限存在，因此人口的繁衍和增長也是延續

無限的。

汪士鐸沒有深究這方面的原因，但他卻正確看到了中國特有的現實情況。在中國封建社會的

農村中，經濟文化落後，生產力發展緩慢，人們「拘守舊俗，牢不可破」（《乙丙日記》卷

二），「俗喜人多」，「喜人多婚早」（《乙丙日記》卷三），「喜丁旺，謂為開族」

（《乙丙日記》卷二）。這些落後的觀念和習俗，無疑是中國廣大農村喜早婚多育的一個重

要原因。直到今天，我國農村中早婚、多子、多福等舊意識觀念仍是和汪士鐸在一百多年前

所指出的情況一脈相承。與這些封建落後思想進行鬥爭仍是目前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一項重

要任務。

馬爾薩斯的「情欲」論和汪士鐸的「舊俗」論，都只是分析了人口增長的自然方面的客觀原

因，而忽視了產生過剩人口的社會原因。

雖然從理論上來說，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決定人口運動的社會規律，但在歷史發展的過程

中，當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處於某一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之下的時候，這種社會生產方式就

會對它起一種決定性的反作用。馬爾薩斯所處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過剩人口，是相對於生產力

發展的僱佣勞動制度中可變資本需求的過剩人口。而在汪士鐸所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條件

下，土地和其它社會財富兼併現象的發展不斷產生出大量喪失土地和失業的「游民」，很顯

然這是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制度所造成的相對過剩人口。可見馬爾薩斯和汪士鐸的絕



對過剩人口思想都掩蓋了社會生產方式對人口發展演變的決定作用，但他們還是正確指出了

人口自然增長的部分客觀原因。

關於人口增長率，馬爾薩斯繼承和發展前人以及同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觀點，提出人口

在無妨礙條件下每25年增加一倍。汪士鐸則繼承和發展東方中國先驅者們的思想，提出在無

妨礙條件下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這是一個十分有趣、有意義且相類以的觀點。他們都強調

這樣的增長率是在無任何妨礙的太平時期，用汪士鐸的話來說就是「蓋承平久，孳息繁衍」

（《乙丙日記》卷二）。因此他們探討的實際上是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即人口運動的自然規

律方面的一個重要問題。

（4）貧困、動亂的根源在於過剩人口

無論是馬爾薩斯，還是汪士鐸，他們探討人口問題，著眼點都是放在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

上，而忽視人口運動的社會規律。這樣，當他們把這種人口理論用以觀察社會現象和政治問

題時，就自然而然地把現實社會中貧困、動亂的根源歸之於人口過剩問題，而不是從社會制

度方面找原因。

馬爾薩斯的人口過剩理論試圖說明，由於食物供應趕不上人口增長，因此導致人口大量過

剩，貧困、罪惡等社會問題都是由人口的過量增長這一自然原因造成的，與社會制度無關。

汪士鐸也說：「人多則窮」、「世亂之由：人多」（《乙丙日記》卷三）。他把太平天國農

民運動也看成是過剩人口的窮人的動亂。把人民的貧困、失業和被迫起來造反都歸結為人口

本身繁衍的過速過多。

二 汪士鐸與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的主要區別

在抑制人口增長的途徑（方法）方面，汪士鐸和馬爾薩斯在表面上看來有許多共同點，如都

提到了戰爭、晚婚、禁欲等方法，但實際上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馬爾薩斯將他的抑制方法分為兩大類：積極的抑制和預防的抑制。積極抑制主要是一種自然

力的作用，如貧困、飢荒、疾病、戰爭、瘟疫等；預防抑制則是人為的作用，如晚婚、禁欲

以及各種風俗習慣等，因此又叫道德抑制。

與之相比較，汪士鐸提出的抑制方法有兩個特點。

第一，更加強調人為的抑制作用。他提出溺嬰、嚴格婚姻和生育制度、處罰、晚婚等主張全

都是人為的社會行為。他也提到了馬爾薩斯作為積極抑制方法的戰爭。但馬爾薩斯主要地只

是看到戰爭存在著造成人口死亡以至減少人口的客觀歷史作用，而汪士鐸則是積極主張人為

地使用戰爭來消滅現世的過剩人口（「作亂者」）。

第二，汪士鐸更加強調政府的干預作用。他所提出的人為抑制人口增長的方法，大多數都必

須要依靠政府的強制作用才能作到，他自己更是寄希望於通過封建國家的政權力量來控制人

口的增長。馬爾薩斯雖然也講到人為的作用，但他指的是人們具有推理能力，能理性地意識

到人口過剩的未來結果，因而出於遠慮的動機而採取的對婚姻欲望的一種自律的道德行為，

而並非是一種受外在強制的行為。

總而言之，馬爾薩斯的過剩人口思想具有較高的學術理論價值（撇開規範判斷而就其實證性



來說），汪士鐸的過剩人口思想則更具有社會現實意義。由於馬爾薩斯撇開資本主義生產方

式的決定作用來抽象地談論人口過剩問題，這種高姿態使他不能正視眼下正逐步走上正軌的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於僱佣勞動而造成廣大無產階級「貧困化」這樣一種私有經濟關係

本身──具有一種能控制人口過度膨脹、使其與生活資料增長接近平衡的內在功能，因而徒

勞地為他的制度發出人口過剩的呼籲。與之相比，汪士鐸則略勝一籌。儘管汪士鐸也是避開

社會生產方式的影響來談人口增長（過量的增長），他這樣做正是把自已置身於封建的經濟

關係之中，從肯定封建主義制度的角度出發，客觀上指出了封建主義生產方式不具有控制人

口增長平衡於生活資料增長的內在機制。雖然他跟馬爾薩斯一樣，也都使用了不十分可靠的

數據和帶有片面性的事實材料，但卻不無益處地給人們敲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警鐘──中

國社會實際上存在著人口過量增長的必然趨勢！

三 汪士鐸人口經濟思想中的積極內容

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汪士鐸基本是一個被全盤否定的人物。但認真挖掘他的思想，進行客

觀、公證、辯證的評價，在他的人口經濟思想中也仍然存在著一些積極的內容。

（1）繼承和發展了前人關於人口每30年增長一倍的思想

在中國人口思想史上，產生「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的思想是很傑出的。第一次提出這個

觀點的是明末科學家徐光啟。他在《農政全書》這部著名的農學著作中說：「生人之率，大

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則不得減。」5這就是說，在太平時期，即沒有甚麼大的

兵荒戰亂的條件下，人口的自然發展就不會少於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徐光啟是從對當時明朝

皇族繁衍情況的統計分析而得出這一結論的。儘管所依據的事實比較特殊，但推而廣之，卻

與普遍的情況基本相符。在世界人口思想史上，徐光啟的這個觀點比馬爾薩斯在《人口原

理》（Essays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798）初版時提出的在無障礙條件下

人口約25年增加一倍的類似觀點要早170多年6。

在這之後，比徐光啟晚一個世紀的清代文學家洪亮吉，也提到了有關人口在二三十年間加倍

增長的觀點。他從人口在太平時期每隔一代就會成倍增加的事例出發，認為人口在幾十年到

一百年的時間里可能增加幾倍，甚至二十倍。按他的說法推理，在二三十年間至少會增加一

倍。

到十九世紀中葉，作為歷史地理學家的汪士鐸充分肯定了前人的這一觀點，並加以發揮。他

認為人口在無妨礙的情況下每三十年增加一倍是最基本的標準，「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

故順治元年（1644）一人者，至今（1855）一百二十八人」。他還指出，在一些早婚盛行的

地區，人口繁衍程度還要快一些，如他當時考察的安徽徽州，此地「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

皆嫁娶」，因此「十六皆抱子，故二十年即加一倍，順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二千零四十八

人」（《乙丙日記》卷三）。早婚習俗普遍存在於中國的封建農村，因此汪士鐸認為在正常

情況下，人口的繁衍速度是每30年增加一倍，有的地方則可能每20年就增加一倍。汪士鐸提

出這個觀點時，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已經產生。但尚無證據說明他那時已經知道馬爾薩斯的觀

點；即使風聞到一些，也不會確切了解他關於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具體說法。因此汪士鐸的這

一觀點完全是繼承他的中國前輩們的思想並加以發揮的。

關於人口在無障礙條件下每30年增加一倍，這有較為充分的理論和事實根據。從簡單推理上



說，只要一對夫婦平均生四個孩子，人口的增加就已經是一倍了。按照這樣的出生率，如果

是20歲結婚生孩子，那麼人口就是每20年增加一倍；如果是30歲結婚生孩子，那麼人口就是

每30年增加一倍。在中國農村，男女青年20歲左右結婚，每對夫婦生3-5個成活孩子，幾千年

來都是極其正常和普遍的。中國農村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決定了整個國家的人口增長率，因

此在無重大的戰亂、飢饉、瘟疫和社會制度制約（如限制生育和鼓勵生育）的正常情況下，

人口每20-30年增長一倍是基本符合中國古今國情的。如1949年結束戰亂後的新中國，當時人

口四億多，30年後的1980年便是八億多，正好是30年增長了一倍。

在中國人口思想史上，關於人口自然增長率的思想是對人口運動自然規律的一個有益的探

索，具體到人口「每20-30年增加一倍」的觀點，後世學者們除了帶有階級偏見的批判外，在

此問題上卻尚無比前人更進一步的研究。

（2）人口數量與質量的關係

在汪士鐸的過剩人口論中，還談到了人口數量與質量的關係。他的基本觀點是：人口增長過

多會引致人口質量下降，「人多而氣分，賦稟遂薄，又濡染於風氣，故人才益難」。他認為

農村人口二、三十年增長一倍，人口太多，「然皆經商挑擔無一中用者，多則氣薄也」。他

還舉例說：「徽六邑，績溪最苦，地狹人多也。……故人多於他邑，而愚於他邑，貧於他

邑。」（《乙丙日記》卷三）

他講的「氣」、「賦稟」主要是指人的身理素質，也包括文化知識等精神素質的內容，總起

來講就是人口質量。他把那些歡迎和參加太平軍的農民也叫作「愚」，認為是人口太多造成

素質低劣的表現，這反映了他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反動的一面。但抽象地看，他認識到

了在一定的經濟狀況和生產關係條件下人口數量和質量成反比例變化的辯證關係，這一點是

有一定的積極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

（3）提倡晚婚和優生

汪士鐸是中國近代史上明確倡導晚婚的人之一。他認為應該「嚴禁男子二十五歲以內，女子

二十歲以內嫁娶」（《乙丙日記》卷二），「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乙丙日主》卷

三）。在當時封建的中國農村盛行十多歲就結婚生育風俗的情況下，他的主張已經夠大膽氣

派了！他譴責當時中國農村中廣泛流行的「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乙丙日記》

卷三）的陳規陋習，勸說人們不要十五六歲就結婚，更不要十多歲就生育子女。他還提出要

禁止「男子有子而續娶，婦人有子而再嫁」（《乙丙日記》卷二），目的是要防止這些鰥

夫、寡婦娶嫁之後又生育孩子，增加人口。

為了達到減少人口的目的，汪士鐸還提出，所生育的孩子，「形體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

目不佳者，皆溺之」（《乙丙日記》卷三）。溺嬰無疑是一種極其殘暴而不人道的行為，但

從汪士鐸的這一主張中還是反映出他提倡優生的思想。

（4）使用藥物的節育措施

在汪士鐸所提倡的節育措施中，有一種是使用藥物的辦法。他要求「廣施不生育之方藥」

（《乙丙日記》卷二），從而達到節育、墮胎和減少人口的目的。他並且還提出了獨生子女



的主張，說：「婦人服冷藥，生一子後服之」（《乙丙日記》卷三）。使用避孕和墮胎藥

物，是一種能減少痛苦、且人道而行之有效的抑制人口的方法，就是在今天看來，也還有其

現實意義。

（5）與人口問題相關的富民思想

汪士鐸說：「治民須欲民富」（《乙丙日記》卷二）。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富民思想在先

秦儒家那裏就已經存在，在兩千年後的地主階級思想家汪士鐸這裏本是毫無足道的。但汪士

鐸把富民問題和人口問題聯系起來，這是很有意義的。他舉例說明人多的地方總是較人少的

地方窮。治民要富民，這是先人已有的思想，而汪士鐸認為富民的前提是減少人口，「夫民

不可過少，亦萬不容過多」（《乙丙日記》卷三），多少應該與土地這種生產資料相適應。

他的邏輯是，只有適量的人口才可富民，民富了國家也就好治理了，因此根本的問題還是人

口問題。

（6）與人口問題相關的重商思想

中國近代受到資本主義的入侵，封建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商品經濟有一定的發展。受這種

經濟條件的影響，即使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提出一些重商的思想，也是不足為奇的。但汪

士鐸的重商思想有著極其特殊的含義。他提出重商的理由有三個方面。第一，商人不容易起

來造統治階級的反，即他所說的「士商機巧而無能為，農工愚狠，能為亂而心齊」（《乙丙

日記》卷三）。第二，商人容易致富，經商是富民的一條有利途徑，因此應該重視商業。第

三，經商的家庭男子外出經商，夫婦同房機會少，因此可以減少懷孕，從而減少人口出生

率。

從這三點來看，只有第二點是有關經濟問題的，最後一點是有關人口問題的。但實際上前一

二點在汪士鐸看來都與最後一點的人口問題聯繫著。因為經商可以減少人口，人口少了就容

易富裕，而人民富裕就不會造反了。他調查當時的皖南六邑，說：「績溪最苦，地狹人多

也。」（《乙丙日記》卷三）那為甚麼其他地方會人少而富呢？他說：「推原其故，他邑人

皆經商在外，故生子少，婦人獨居故也。又或攜眷遷徙，故人不多而富。」（《乙丙日記》

卷二）可見汪士鐸的重商思想本質上是與他的人口理論聯繫著的，經商是減少人口的一個辦

法，同時又能直接致富，人口少了，人民富了，又可保證國家的政治安定，從而達到維護封

建地主階級統治的目的。當然事實上不可能全國的老百姓都去經商，但從這裏可以看出，他

也初步看到了在資本主義思想的衝擊下，經過商品經濟的洗禮，人們可以改變觀念，革新生

活方式，控制人口增長，從而煥新社會面貌。這無疑是一個具有積極意義和進取精神的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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